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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的资源配置效应

张　 志,易恩文,王　 军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四川　 成都　 611130)

摘　 要:优化资源配置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基本目标,基于市场价格、竞争与风险机制的市场化视角,以中国

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实践为基础,构建“数字经济—市场化—资源配置”的理论分析框架,并运用全国地级市样本数

据,在测算城市数字经济和资源配置效率指数的基础上实证分析。 实证发现: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改善了

资源配置扭曲,这一结论在考虑指数测度误差、内生性问题以及外生政策冲击等因素后依然成立;市场化是数字经

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有效途径;数字经济对资源配置扭曲的优化效应存在边际递减的非线性特征,且在优化效

应的结构差异上存在“资本—产品—劳动力”的递进逻辑;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改善城市间产品和资本配

置扭曲相互强化的内生交互循环,但也可能因城市间的“虹吸效应”导致劳动力配置在空间上产生“新扭曲”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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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urce allocation effect of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ZHANG Zhi, YI Enwen, WANG Jun
(School of Economics,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engdu 61130, China)

Abstract: Optimizing resource allocation is the basic goal of building a large national unified market, and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analysis framework of “digital economy-marketization-resource allocation” based on the market-

oriented perspective of market price, competition and risk mechanism, and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practice of China’s

urban digital economy. And using the data of national prefecture-level cities, we empirically find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significantly improves resource allocation distortion, and this conclusion still holds after considering the

index measurement error, endogeneity problems and exogenous policy shocks; marketization is an effective way for digital

economy to improve resource allocation efficiency; the optimization of digital economy on resource allocation distortion The

optimization effect of digital economy on resource allocation distortions is non-linear with decreasing margins, and there is

a progressive logic of “capital-product-labor” in the structural difference of the optimization effect;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can improve the endogenous interaction cycle of product and capital allocation distortions reinforcing each

other among cities, but it may also be affected by the “rainbow” between cities.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can

improve the endogenous interactive cycle of product and capital allocation distortions reinforcing each other among cities,

but it may also lead to “new distortions” in labor allocation in space due to the “siphon effect” among cities.

Key words:resource allocation efficiency, urban digital economy, marketization, national unified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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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所依循的

不是西方式的现代化路径,而是兼收并蓄、特色鲜

明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

裕为根本目标是其主要特征之一。 然而,城市之

间因资源禀赋差异与资源流动障碍等因素导致的

城市发展不平衡问题,是当下制约经济高质量发

展、消弭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内生动力的

重要原因。 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在建设全国统

一大市场并促进城际资源要素自由流动上具备得

天独厚的优势,对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实践

路径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历史来看,西方发达国家率先建立起了以生

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体制,通过充分

发挥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功能实现了现代化。 然

而,资本主导下的市场经济在带来生产力高速发

展的同时,客观上也造成了贫富两极分化。 而且

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凭借先发优势建立起了有利于

自身利益的世界市场规则,后发国家只能被动接

受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 面对市场机制本身的

利弊与世界市场陷阱的现实困境,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要充分利用我国人口规模巨

大的市场优势,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与国内大循

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既发挥市场机制的资源

配置功能,又避免两极分化与世界市场依附,扎实

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
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的核心内容,不仅对推动高质量发展有重大战

略意义,而且对构建新发展格局同样具有基础支

撑作用[1]。 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仍存

在地方行政保护与贸易壁垒等现象,导致了中国

内部市场分割与地区间要素配置扭曲问题,使畅

通国内大循环遭遇诸多“堵点”。 相关研究显示,
中国要素配置扭曲的改善空间平均而言能达到

160% ,即使改善一半也能提高年均经济增速近 4
个百分点[2]。 更深入地研究发现,消除资本要素

市场配置扭曲将进一步提高中国劳动力工资水平

和地区环境福利水平[3],而若土地资源能得到有

效配置,中国农业 TFP 将提高 1. 36 倍,加总劳动

生产率甚至能提高 1. 88 倍[4]。 对此,2023 年中央

经济工作会议立足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与强大生

产能力”的独特优势,指出推动高质量发展就必须

“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着力破除各种形

式的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2024 年政府工作报告

进一步强调要“专项治理地方保护与市场分割”,
“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积极推动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高水平市场

经济体系是资源高效配置的前提,着力构建全国

统一大市场是新时代中国继续坚持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改革方向的新举措,也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

局的重大实践探索,有利于推进市场化改革克服

改革深水区所遇难题、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与资

源的直接干预,从而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的决定性作用,切实提高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
以数据和信息为关键生产要素的数字经济能

够提高资源匹配和利用效率,并通过竞争机制和

专业化机制减少资源错配和市场扭曲[5]。 数字化

水平的提升和数字经济的发展有利于新质生产力

的布局,不仅可以改善资源配置效率,还可以建立

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 据《中国数字

经济发展白皮书(2022)》显示,2021 年中国数字经

济规模占 GDP 比重已达 39. 8% 。 理论而言,数字

经济相比传统经济模式不仅能够打破线下市场的

空间限制,弱化由地方保护主义形成的区域市场

壁垒,拓宽区域市场边界,而且能够对传统行业形

成渗透、叠加和扩散效应,在节约生产成本的同时

优化资源配置效率[6]。 从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来

看,针对成员国之间存在的“数字鸿沟”问题,欧盟

提出“单一数字市场”(digital single market)以打破

成员国间的网络壁垒,借助统一共享的数字平台

建构数字产品、资本和信息数据等资源自由流动

的一体化市场实现了成员国之间经济资源的动态

优化配置。 随着发达国家数字经济对传统产业的

深度渗透,新型产业数字化发展模式在增强数据

资源属性的同时,也提高了传统产业内生产要素

的配置效率。 如英国大型零售商巨头 Tesco 以现

代信息网络为载体的订单农业模式解决了传统农

业产销中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更好地发挥了市场

供求规律对资源配置的决定作用;美国通用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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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 Predix 工业互联网平台实现了制造业资源的

充分整合与高效利用等。 由此,不禁引发深思:当
前中国城市快速发展的数字经济能否提高资源配

置效率?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市场作为对资源配

置起决定性作用的手段又在数字经济优化资源配

置的过程中发挥了什么作用? 现有理论体系能否阐

明数字经济、市场化和资源配置效率之间的逻辑关

系,这种关系又能否得到证据支撑,值得深入探讨。
一、文献综述

稀缺条件下的资源配置问题是经济学研究的

基本问题之一。 从数字技术对资源配置机制的影

响来看。 在理论研究方面,信息经济学认为信息

不对称则会使信息传递产生摩擦和成本,从而导

致大量的资源配置扭曲。 基于网络空间的数字经

济快速发展不仅能够通过促使供需信息精准匹配

以减少摩擦,而且能够在理论层面降低搜索、复
制、运输、跟踪以及验证等成本[7],重塑资源配置

机制。 在实证研究方面,已有研究则主要从要素

和产业两个层面分析了数字经济对资源配置效率

的提升作用。 第一,在要素层面,就资本要素而

言,以互联网和区块链技术为核心的数字金融将

推动金融业去中心化,有助于打破银行在金融资

源配置中的垄断地位,突破传统金融服务的时空

限制,促使更多市场主体将闲置资金用于增加对

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长尾市场的信贷供给[8]。 就

劳动力要素而言,数字经济发展还减少了劳动力

市场中的信息摩擦,打破了原有劳动形式中劳动

者的时空壁垒,提升了劳动力要素供需双方的匹

配效率[9];丛屹等[10] 进一步从就业灵活化和就业

平台化两方面分析了数字经济优化劳动力资源配

置效率的内在作用机制。 第二,在产业层面,对农

业来说,以互联网技术为基础的智慧农业实现了

农业要素资源在不同领域和环节中的最佳配置,
有效提高了农业资源和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对
制造业来说,数字经济发展将通过提高市场信息

的时效性和准确性完善市场竞争机制,从而促进

企业降成本与创新技术,进而优化制造业的资源

配置[11];对服务业来说,平台经济发展能够提高传

统服务产品供需双方的精准即时匹配,从而提升

传统服务业的个性化、专业化以及精准化服务水

平,促进服务产品的优化配置[12]。
从数字经济对市场化水平的影响以及市场机

制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来看。 一方面,已有研

究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不仅疏通了市场价格机制,
提高了生产要素的供需匹配度,有助于打造良好

的市场竞争环境,而且能够通过促使线上、线下市

场融合发展,破解传统市场的时空约束,打破由行

政手段或地理限制所致的区域市场分割[5],从而

提高市场化水平。 另一方面,市场化程度的深化

有助于加快要素自由高效流动,优化资源配置空

间[13]。 在微观层面,周方伟等[14]研究发现强化产

权保护、弱化政府干预的市场化改革能够吸引更

多企业参与投资,从而优化资源配置效率。 在中

观层面,发现减少金融体制摩擦和行政计划干预、
提高价格信号的真实性和灵敏性以及强化市场竞

争是市场提升行业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机制[15]。
在宏观层面,王永剑等[16] 考察了我国 1991—2008
年国家层面金融市场发展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

响,研究发现我国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加入世贸

组织显著提高了我国资本配置水平。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对数字经济、市场化以及

资源配置效率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有益的探

索,但仍存在以下不足:①数字经济如何优化资源

配置的内在机制分析相对匮乏,且完善市场机制

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和提升资源配

置效率的主要手段这一双重角色并没有受到足够

重视;②在研究数字经济对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

作用时多关注于资本或劳动力要素,而将产品和

要素市场资源配置效率作为有机整体加以对比考

察的研究尚不多见;③数字经济优化资源配置效

率的相关实证研究大多基于省级面板数据,城市

层面的经验证据还尚不多见,而城市是数字经济

发展的主阵地。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直

接效应

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范围经济效

应,有助于优化产品资源配置。 从理论上讲,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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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产生源于不同产品在生产或销售环节上的

相关性,相关性强的产品之间更容易产生范围经

济效应。 数字经济的强大信息搜索与数据分析能

力能够在传统意义上关联不大的产品之间建立起

强联系,由此不仅能够扩大不同领域间热门产品

的销售联系紧密度、深化市场叠加,还能够使大量

小众产品能够同热门产品一样被消费者轻易获

取,实现销售市场中的“长尾效应” [17]。 长期以来

供需错配不仅导致供给端生产者无法获取其产品

的经济价值,需求侧顾客也难买到心仪产品、消费

升级发展缓慢。 数字经济时代下大数据赋能先进

制造企业建立客户偏好数据库,通过客户行为大

数据刻画消费者偏好“画像”能够为消费者提供一

站式、精准式产品服务[18],大大提高产品销售的范

围经济效应,提高产品资源配置效率。
城市数字经济发展依托网络化协作促进要素

资源优化配置。 分工理论认为促进社会分工精细

化与专业化、加强生产协作能够提高资源配置效

率。 由地理分割和行政保护导致的要素市场分割

是导致我国长期要素配置扭曲的主要原因。 数字

经济时代,以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数字技术为基

础的远程操作系统和信息集散中心克服了城市间

的地理与行政边界,一方面直接扩大了资本和劳

动力要素自由流动的空间范围、实现高素质人力

资本在线上完成劳务供给,另一方面促成网络化

分工协作体系对传统生产组织形式的替代,“定制

+分布”的新型分布式产业组织形式能够让各城

市基于自身资源禀赋作为网络化协作节点嵌入到

分工协作体系之中,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本地要

素资源的利用效率。
此外,数字经济本身就具有一定程度的经济

性并可以直接带来资源配置效率提升。 具体来

看,数字经济包含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个

核心维度。 从数字产业化来看,数字产业化是指

为产业数字化发展提供数字技术、产品、服务、基
础设施和解决方案,以及完全依赖于数字技术、数
据要素的各类经济活动。 数字产业化的快速发

展,可以实现社会资源从传统产业向技术水平更

高、产业价值更大的数字技术产业转移,直接优化

资源配置结构。 从产业数字化来看,伴随着数字

经济的快速发展,应用数字技术和数据资源为传

统产业带来的产出增加和效率提升,在数字技术

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中提升资源的配置效率。
综合上述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1:中国城市

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提升产品和要素资源配置效率。
(二)城市数字经济发展优化资源配置的内在

机制:市场化的视角

理论界普遍认为计划和市场是配置资源的两

种基本手段,并在长期的理论交锋中逐渐达成共

识———市场是在稀缺条件下配置资源最有效率的手

段。 而完善的市场机制是市场配置资源达到最优的

前提条件。 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以及风险

机制构成了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四大基本形式,其
中,前两者实际上是“同一硬币的两面”。 因此,本
文将从市场价格、竞争与风险机制 3 个方面论述数

字经济对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内在作用机理———市

场化效应,其中,资源配置效率又包含产品市场配置

效率和要素(劳动力和资本)市场配置效率。
城市数字经济发展通过完善市场机制提高产

品市场配置效率。 第一,基于互联网平台的数字

经济有助于缓解信息不对称,形成灵敏精确的价

格机制,促进产品资源的优化配置。 数字经济的

发展能够创造创新型线上市场,使商品价格与供

求信息突破线下市场的时空限制实现平台可视

化,帮助商品按照其供求平衡的价格与数量出售,
从而实现产品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 第二,以区

块链、互联网等去中心化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数字

经济发展有利于塑造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从而

提高产品资源配置效率。 数字经济能融合线上线

下商品流通渠道,一方面塑造充分竞争的市场环

境,促使企业运用大数据分析市场规模和产品需

求从而采取科学的竞争策略,另一方面塑造公平

竞争的市场环境,促使商品突破城市行政区划分

割实现自由流动,提高产品配置效率。 第三,数字

经济的发展能够完善市场风险机制,优化产品资

源配置。 传统电商平台存在陌生人之间在线交易

信息不透明和契约高度不完全的关键障碍[19],而
区块链技术和第三方支付平台能够有效规避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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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的违约风险,建立普遍信任的交易机制,从
而优化产品资源配置。

城市数字经济发展能够通过完善市场机制优

化劳动力配置。 第一,数字经济能够完善市场化

的工资机制。 一般而言,决定劳动力跨城市、跨部

门流动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可观测的名义工资,
工资扭曲的微小变动都将改变劳动力流动的特

征。 互联网平台如 58 同城、智联招聘等通过发布

即时劳动力需求有助于精准了解市场需求,形成

灵敏反映供求、福利以及工作环境等信息的市场

化工资机制,促进劳动力资源“人尽其才”。 第二,
城市数字经济能够重塑网络化、弹性化的就业生

态系统,促进劳动力资源的跨时空流动。 与传统

劳动力市场中人才配置模式不同,数字经济为“平
台式就业”和“灵活式就业”创造了条件。 依托互

联网平台,一方面网络化就业有利于打破劳动力

资源配置的时空壁垒,线上办公模式能够最大限

度摆脱就业过程中的地理位置、通勤成本以及生

活习性等方面的非就业考量;另一方面弹性化就

业能够帮助劳动者充分发挥碎片化时间的长尾效

应,从而极大提高社会整体的劳动力配置效率。
第三,数字经济有助于增强劳动力供求双方信息

的整合能力,有效规避招聘过程中的逆向选择问

题,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 大数据、云计算和

互联网等分析技术的广泛应用增强了市场对劳动

力相关信息的整合能力,这不仅有助于企业提取

招聘者的生理学和社会化特征,而且劳动者也能

在网上搜索招聘单位的真实信息,从而降低由信

息摩擦导致的逆向选择风险,优化劳动力配置。
城市数字经济发展能够通过完善市场机制提

升资本要素配置效率。 第一,数字经济有助于形

成市场化的利率机制,重塑新的金融市场体系以

优化资本要素配置。 金融科技发展能够通过强化

金融市场竞争实现借贷利率市场化,从而改善民

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在融资过程中面临的信贷歧

视,遏制过度资金需求以优化资本配置效率。 第

二,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破除银行对金融资源的

垄断地位,促进金融普惠。 区块链技术具有明显

的去中心化特征,藉此发展起来的数字金融、互联

网金融等新型融资渠道将冲击银行在金融系统中

的核心垄断地位,提高传统金融体系中遭受“歧
视”的小微企业和中低收入群体的金融服务可获

得性,促进金融普惠化发展,拓展资本配置广度和

深度。 第三,数字经济能够强化资金使用的合规

性与合理性,降低信用投资风险,从而促进资本要

素“增量提升”与“存量优化”。 大数据分析可以更

准确地预测企业价值,降低资金借贷双方由信息

不对称产生的信用投资风险,规避传统金融市场

中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解决此“后顾之

忧”后不仅将增加金融市场中资本的有效供给、减
少闲置资本,同时还能通过供需精准匹配提高存

量资本的配置效率。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机制假设 2:完善市

场机制是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优化产品和要素

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作用路径。
三、研究设计

(一)计量模型设定

为验证城市数字经济发展优化资源配置效率

的影响效应,同时降低城市与年份层面的不可观

测因素对估计结果准确性的干扰,构建如下个体

时间双重固定效应基本模型:
Disc,t = α0 + α1 Digec,t + αc Controlc,t + μc +

δt + εc,t (1)
式(1)中, Disc,t 表示城市 c 在时期 t 的资源配

置效率,包括产品资源配置效率(DisP)、劳动力要素

配置效率(DisL)以及资本要素配置效率(DisK);
Digec,t 表示城市 c 在时期 t 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Control 表示地区经济、社会和制度等方面的控制

变量; μc、δt 代表个体与时间固定效应; εc,t 为随机

扰动项。
理论分析表明数字经济优化资源配置效率还

可能存在市场化效应的内在作用机制,对此本文

选用两步法进行机制检验[20],第一步验证数字经

济对市场化水平(Mar)的提升作用,第二步考察市

场化进程是否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分别由式

(2)、式(3)刻画。
Marc,t = β0 + β1 Digec,t + β j Controlc,t + μc + εc,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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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t = φ0 + φ1 Marc,t + φj Controlc,t + μc +
δt + εc,t (3)

为验证数字经济对资源配置效率提升效应边

际递减的非线性特征,本文采用面板门槛模型进

行门槛效应分析[21]:
Disc,t = α0 + α1 Digec,t × I(Digec,t ≤ q1) +

α2 Digec,t × I(q1 < Digec,t < q2) + α3 Digec,t ×
I(q2 ≤ Digec,t) + αj Controlc,t + μc + δt + εc,t

(4)
式(4)中,qi表示数字经济门槛值;I(·)表示

指示函数。
此外,为进一步考察数字经济对资源配置效率

的空间外溢效应,将(1)式拓展为空间面板模型:
Disc,t = α0 + ρ1W Disc,t + φ2W Digec,t +

αj Controlc,t + μc + δt + εc,t (5)
式(5)中,ρ 表示空间自回归系数;W 表示空间

权重矩阵,采用地理邻接矩阵进行测度;ϕ 表示数

字经济空间交互项的弹性系数。
(二)指标选择

1. 被解释变量:资源配置效率(Dis)
一般来说,经济学上的资源指的是通过使用

或直接可以为企业、社会产生效益的有用且稀缺

的物品,可以分为产品和要素两类,产品是可以供

市场主体直接进行消费的最终商品,而要素是生

产性投入要素,本文主要包括劳动力和资本两种

生产要素。 资源配置效率通常指以市场机制将稀

缺资源配置到效率最高产业部门的有效程度,并
依据资源种类可划分为产品资源配置效率和要素

资源配置效率。 现有研究在测度资源配置效率时

主要基于微观企业数据,参照目前城市层面资源

配置效率的主流测度方法,本文基于参数化随机

前沿分析方法,选用超越对数生产前沿函数对生

产性可能边界(PPF)进行估计与分析,并利用中

国城市面板数据对产品和要素市场扭曲程度进行

测度[22]。 利用参数化随机前沿分析方法测度资源

配置扭曲程度主要包括两步:其一,设定 PPF 的具

体形式,为放松替代弹性不变的假定,本文的收益

函数选用超越对数函数加以刻画;其二,基于随机

前沿函数进行资源配置扭曲分解,通过对产品价

格向量和要素投入向量求取一阶条件计算市场充

分竞争条件下与最优贸易点相对应的最优产品与

要素份额,然后采用产品和要素的理论最优份额

与实际份额之间的绝对差距来衡量各自的配置扭

曲程度,产品和要素实际份额与其最优份额之间

的差距越小,说明资源配置效率越高。
2. 核心解释变量: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Dige)
关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度,借鉴国内外

相关研究文献,并立足于数字经济的内涵[23 - 25],
并结合城市层面的数据可得性,选取每百人互联

网用户数、每百人移动电话用户数、计算机和软件

从业人员占比、人均电信业务总量以及数字普惠

金融指数等 5 个指标构建数字经济综合指数。 所

有指标均为正向,基于此运用熵权法测算数字经

济综合指数。
3. 中介变量:市场化水平(Mar)
针对市场化发展水平,本文借鉴樊纲指数的

指标体系构建,该指数囊括了政府与市场关系、产
品与要素市场发育程度等,能够比较准确地反映

理论分析中的市场机制的完善程度。 在此基础上,
本文结合城市层面的可得数据测算了中国地级市及

以上城市的市场化进程相对指数用以衡量城市市场

化发展水平,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以

及各城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4. 控制变量

为更加准确估计数字经济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的溢出效应,本文参考相关研究设定了可能对资

源配置效率产生影响的一系列控制变量,主要包

括:各地区就业水平(Emp),用各城市年末单位从

业人员数量占年末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就业水

平反映了人力资源同人才需求的匹配程度,数值

越高越能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城市工资水

平(Wage),用职工平均工资(2010 年不变价)对数

值来表征,价格是指挥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机制,
较高的工资水平能够引导劳动力资源向最有效率

的部门流动;城市人口密度( Inten),由城市年末总

人口与城市土地面积之比来代理,人口密集可以

为劳动力、产品等资源优化配置提供更广阔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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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空间;科技发展水平(Tech),用城市科学支出水

平与财政支出水平之比来衡量,科技发展水平越

高越能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对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

能力;对外开放水平(Fdi),用城市实际利用外资

总额与 GDP 之比表示,对外开放有利于充分发挥

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作用,提高

资源配置效率;环境规制 ( Enrg),参考原毅军

等[26]的测度方法,运用各城市工业二氧化硫、工业

烟粉尘和工业废水排放量构建综合指数来衡量地

区环境规制强度,环境规制可能会因为提高城市

环境质量而促进劳动力资源合理流动,但也可能

增加企业成本负担而不利于资本优化配置;财政

分权度(Finadp),用地方财政收支之比来表示,财
政分权有助于改进不同层级政府的激励,从而提

高资源配置效率;交通便利度(Traf),用各城市公

路客运量与年末总人口之间的比值来衡量,城市

交通便利有利于提高产品和劳动力等经济资源的

可达性,实现优化配置。
(三)数据、参数估计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除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外(数据源自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

《中国金融科技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报告》),均来

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部分城市统计年报,在
考虑部分城市数据缺失比较严重予以剔除以后,
最终形成了 2011—2020 年全国 237 个城市、2 370
个“城市—年”样本的平衡面板数据。 在测算产品

和要素资源配置效率时所选取的指标均参照郝枫

等[22]的做法,其中所有价格指数均以 2010 年为

1,资本利率设为 0. 1,最后选用 Pooled 模型进行参

数估计并测算资源配置效率。
四、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优化资源配置的

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表 1 汇报了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优化资源

配置效率的基准回归结果。 其中,第(1)列 ~ 第

(3)列表示数字经济在不控制其他因素情况下分

别对产品、劳动力和资本配置扭曲程度的估计结

果,可以发现数字经济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表
明数字经济对资源配置扭曲存在显著的矫正作

用。 在加入控制变量后的模型(4) ~ 模型(6)中,
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每提高 1 个单位将分

别显著降低产品、劳动力和资本配置扭曲度 0. 35、
0. 4 和 0. 6 个单位,这是因为一方面基于互联网平

台的数字经济能够使商品和要素价格尽可能完全

且精准灵敏地反映市场信息并实现网络可视化,
极大缓解了由信息不对称产生的供需错配问题;
另一方面以支付宝、微信支付、云闪付以及百度钱

包等为代表的第三方网络支付平台和基于大数

据、冷链物流和自动货架系统等技术的现代物流

系统为商品和服务的跨区域配置提供了技术基

础,58 同城和智联招聘等网络兼职平台实现了劳

动力跨时空自由流动,余额宝和借呗等互联网金

融打破了传统金融体系中闲置资金的流向限制和

借贷资金的来源限制,也为自由配置资金提供了

便利,从而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 更进一步地,城
市数字经济发展对资本要素配置扭曲的改善程度

最为明显,原因可能在于与商品和劳务流动不同,
资金流动可以脱离现实物理空间而在线上平台直接

实现,而且资金对于需求者而言具有“无差异性”,
从而减少了由地理位置移动产生的系列成本和与预

期不符的风险。 综上所述,研究假设 1 得以验证。
表 1　 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的

　 　 基准回归结果
序号 (1) (2) (3) (4) (5) (6)

被解释变量 DisP DisL DisK DisP DisL DisK

Dige -0. 819∗∗∗
(0. 022)

- 0. 269∗∗∗
(0. 021)

- 0. 247∗∗∗
(0. 023)

- 0. 356∗∗∗
(0. 076)

- 0. 400∗∗∗
(0. 082)

-0. 628∗∗∗
(0. 059)

Lnemp — — — 0. 194∗∗∗
(0. 008)

- 0. 139∗∗∗
(0. 008)

0. 208∗∗∗
(0. 032)

Lnwage — — — -0. 003
(0. 018)

- 0. 092∗∗∗
(0. 020)

0. 009∗∗∗
(0. 001)

Lntech — — — -0. 008∗∗
(0. 003)

0. 006∗
(0. 004)

0. 020∗∗∗
(0. 004)

Inten — — — 1. 936∗∗∗
(0. 301)

0. 642∗∗∗
(0. 321)

0. 011
(0. 038)

Fdi — — — -0. 779∗∗∗
(0. 122)

- 0. 227∗
(0. 131)

- 0. 235∗
(0. 133)

Lnenrg — — — 0. 009∗∗∗
(0. 001)

0. 004∗∗∗
(0. 002)

- 0. 003∗∗
(0. 001)

Lntraf — — — -0. 008∗∗∗
(0. 003)

- 0. 002
(0. 003)

0. 007∗∗
(0. 003)

Finadp — — — -0. 074∗∗∗
(0. 023)

- 0. 082∗∗∗
(0. 025)

0. 119∗∗∗
(0. 024)

_Cons 0. 565∗∗∗
(0. 004)

0. 325∗∗∗
(0. 004)

0. 356∗∗∗
(0. 004)

0. 971∗∗∗
(0. 193)

1. 028∗∗∗
(0. 206)

0. 381∗∗∗
(0. 127)

年份固定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Within R2 0. 390 0. 075 0. 051 0. 631 0. 255 0. 235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 p < 0. 10、p < 0. 05、
p < 0. 01 有统计学意义。 若无特别说明,下同。

对于控制变量,地区就业和平均薪酬水平显

著降低了城市劳动力要素配置扭曲程度,说明就

业规模和工资水平越高的地方劳动力配置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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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但对产品和资本要素扭曲不但没有明显的改

善作用,反而加剧了配置效率损失,这可能是因为

就业与工资能够反映地区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从而

反映其整体需求能力,由此吸引产品与资本忽略

供求结构差异向较发达地区聚集,造成配置失效。
总体而言,地区科技水平、人口密度以及交通便利

度对要素市场扭曲程度的改善作用极其有限,但
科技发展和便利的交通能够提高产品资源配置效

率,原因可能在于发达的科技水平和交通运输系

统能够降低产品的跨区域流动限制和运输成

本[27]。 环境规制显著提高资本要素配置效率,这
是因为环境规制能够促进资本向高生产率企业流

动[28]。 对外开放水平则显著提高了产品和要素市

场的资源配置效率。
(二)内在机制分析与非线性溢出效应检验

为验证假设 2,本文基于模型(2)和模型(3)
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如表 2 所示。 第(1)列报告

了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地区市场化水平的影

响,结果显示数字经济显著加快了城市市场化进

程,证实了数字经济对市场化水平的提升作用。
第(2)列 ~第(4)列则分别报告了市场化对产品、
劳动力和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市场化

水平的提升显著改善了地区产品和要素市场扭曲

程度,这是因为市场化水平提升意味着市场价格、
竞争以及风险机制能够充分发挥对市场资源的引

导作用,促进市场资源由低效率部门向高效率部

门集聚。 从市场化水平作为数字经济优化资源配

置效率内在机制的作用效应来看,市场化水平提

高对资本要素市场扭曲的改善作用最为明显,其
次是产品市场,对劳动力配置的优化作用最小,这
可能是因为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三大市场配置效

率的提升可能存在“资本—产品—劳动力”的递进

逻辑:数字经济背景下互联网平台、区块链等新一

代通讯技术极大完善了市场价格机制与风险机

制,而资本流动的最大限制也刚好在于信息不对

称以及由此产生的信用投资风险,因此由数字经

济发展带来市场化水平大幅提升的“数字红利”能
够以最小的效率损失传导至金融资源配置上;而
产品流动则需要发达的现代物流系统辅助才能实

现,这导致“数字红利”的传导效应被施加了更多

限制从而产生了更大的效率损失;相比之下,劳动

力流动一方面遭遇了诸如生活成本、生活习性以

及家庭约束等更多方面的限制,另一方面仅基于

互联网平台就能完成工作的线上就业岗位还相对

稀缺,而且劳动者学习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相关

技能也需要一定时间,这系列因素叠加导致即使

劳动力自由流动具备客观条件也不满足劳动者的

主观愿望和能力,因此难以实现劳动力资源跨城

市的高效率聚集。 综上,研究假设 2 得到验证。
表 2　 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优化资源配置效率的

作用机制检验

序号 (1) (2) (3) (4)
被解释变量 Lnmar DisP DisL DisK

Dige 0. 738∗∗∗

(0. 035)
— — —

Lnmar — -0. 197∗∗∗

(0. 026)
- 0. 040∗∗∗

(0. 023)
- 0. 268∗∗∗

(0. 031)

_Cons - 0. 135
(0. 118)

2. 537∗∗∗

(0. 137)
0. 071∗∗∗

(0. 054)
0. 951∗∗∗

(0. 163)
年份固定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Within R2 0. 901 0. 574 0. 204 0. 134

进一步看,城市数字经济发展虽然总体上能

够对资源配置效率提升产生促进作用,但这种溢

出效应可能存在非对称性,即当城市数字经济发

展水平比较高的时候,数字经济对资源配置效率

的优化效果将出现下降。 为此,我们选择运用面

板门槛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在估计门限回归

模型之前,本文以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为

门槛变量并运用“自助法”重复抽样 500 次后确

定,以产品市场和劳动力要素市场为被解释变量

的模型是单一门槛模型,而资本要素市场则为双

门槛模型。 基于此,我们分别对上述门槛模型进

行了估计。 从纵向看,可以发现中国城市数字经

济在不同发展阶段对劳动力和资本要素市场的资

源配置扭曲存在明显的改善效应且都显示出“边
际效应递减”的非线性特征,且数字经济发展的第

二阶段对劳动力要素配置扭曲的作用效果较小,
这说明当前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力市场影响甚

微;而产品资源配置效率则呈现“边际递增”的效

果,这是因为数字经济的纵深发展进一步完善了

商品流通环节的营销体系和现代物流体系,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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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对商品跨时空优化配置的能力。 从横向比较来

看,在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第一阶段三大市场资源

配置扭曲的改善效应由大到小分别是资本市场、
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但随着城市数字经济向

纵深发展这一排序变成了产品市场、资本市场和

劳动力市场,这也说明了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三

大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的惠及存在“资本—产

品—劳动”的递进逻辑,而且当前“数字红利”的主

要受惠对象是产品市场。
(三)空间外溢效应检验

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能够通过高效的信息

传递压缩时空距离,从而增强城市优质资源跨区

域向高效率地区或部门集聚,从而通过空间外溢

效应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对此,本文对城市数字

经济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是否存在空间溢出效应进

行了实证检验。 在进行空间计量分析之前,本文

采用全域 Moran’ I 指数法计算地理邻接矩阵下城

市数字经济与产品、要素市场资源配置效率各年

度的空间自相关性,以验证两者是否存在空间效

应,结果如表 3 所示,数字经济和产品、劳动力以及

资本配置效率的全域 Moran’ I 指数均在 5% 水平

上显著为正,这表明 2011—2020 年我国城市数字

经济与资源配置效率具有明显的正空间自相关。
进一步地,采用局部 Moran 散点图考察数字经济

与 3 大资源配置效率的地理分布,可以发现大部分

城市都分布在 HH 象限和 LL 象限,这说明地区数

字经济与资源配置效率存在空间集聚现象,初步

验证了两者的空间外溢效应。
表 3　 2011—2020 年中国城市数字经济与资源配置效率的空间自相关特征

年份
DisP DisL DisK Dige

Moran’ s I Z 值 Moran’ s I Z 值 Moran’ s I Z 值 Moran’ s I Z 值
2011 0. 014∗∗ 2. 293 0. 030∗∗∗ 4. 277 0. 070∗∗∗ 9. 194 0. 103∗∗∗ 13. 984
2012 0. 011∗∗ 1. 922 0. 025∗∗∗ 3. 653 0. 066∗∗∗ 8. 734 0. 104∗∗∗ 14. 088
2013 0. 047∗∗∗ 6. 354 0. 024∗∗∗ 3. 443 0. 067∗∗∗ 8. 858 0. 106∗∗∗ 14. 257
2014 0. 055∗∗∗ 7. 370 0. 031∗∗∗ 4. 405 0. 069∗∗∗ 9. 034 0. 092∗∗∗ 12. 401
2015 0. 054∗∗∗ 7. 250 0. 043∗∗∗ 5. 892 0. 072∗∗∗ 9. 470 0. 096∗∗∗ 12. 863
2016 0. 070∗∗∗ 9. 210 0. 055∗∗∗ 7. 305 0. 085∗∗∗ 10. 981 0. 097∗∗∗ 12. 955
2017 0. 072∗∗∗ 9. 484 0. 071∗∗∗ 9. 283 0. 067∗∗∗ 8. 824 0. 107∗∗∗ 13. 968
2018 0. 070∗∗∗ 9. 241 0. 065∗∗∗ 8. 499 0. 053∗∗∗ 7. 079 0. 104∗∗∗ 13. 621
2019 0. 073∗∗∗ 9. 654 0. 072∗∗∗ 9. 466 0. 049∗∗∗ 6. 535 0. 090∗∗∗ 11. 864
2020 0. 069∗∗∗ 9. 082 0. 066∗∗∗ 8. 653 0. 045∗∗∗ 6. 072 0. 112∗∗∗ 14. 442

　 　 表 4 汇报了地理邻接矩阵下城市数字经济发

展与资源配置效率的空间外溢效应检验结果。 在

经过 LM、Hausman 以及 LR 等系列检验后,本文最

终选择同时控制个体和时间固定效应下的空间杜

宾模型( SDM)作为检验空间外溢效应的基本模

型。 不难发现在产品、劳动力和资本市场中资源

配置效率的空间自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这表明

资源配置效率在空间上存在内生交互作用;但产

品和资本市场上数字经济的空间交互项系数和数

字经济对两大市场资源配置扭曲度的边际溢出效

应均显著为负,而劳动力市场中这两个系数却显

著为正,这说明邻近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提高了本

城市产品和资本要素资源配置效率,但却加剧了

城市劳动力资源配置扭曲,原因可能在于东南发

达城市(如上海、广州、深圳等)和各省中心城市作

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高地会对其他外围城市劳动

力资源产生“虹吸效应”,不少高学历人才为留在

中心城市宁愿干着与自身能力并不匹配的工作;
加之,数字经济发展催生出了“网络无产阶级”和

无薪工作[29],大量劳动付出并未得到相应报酬,从
而造成劳动力配置的“新扭曲”。

表 4　 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资源配置效率的
　 　 空间外溢效应

序号 (1) (2) (3)
被解释变量 DisP DisL DisK

ρ 0. 389∗∗∗

(0. 018)
0. 279∗∗∗

(0. 021)
0. 264∗∗∗

(0. 021)

Dige - 0. 223∗∗∗

(0. 063)
- 0. 155∗∗

(0. 064)
- 0. 145∗∗∗

(0. 055)

W × Dige - 0. 179∗∗∗

(0. 064)
0. 255∗∗∗

(0. 067)
- 0. 143∗∗∗

(0. 05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直接效应
- 0. 253∗∗∗

(0. 061)
- 0. 136∗∗

(0. 063)
- 0. 157∗∗∗

(0. 055)

溢出效应
- 0. 397∗∗∗

(0. 073)
0. 266∗∗∗

(0. 071)
- 0. 229∗∗∗

(0. 053)

总效应
- 0. 649∗∗∗

(0. 069)
0. 131∗∗

(0. 066)
- 0. 386∗∗∗

(0. 048)
logL 3 360. 205 3 324. 917 2 958. 552

Within R2 0. 516 0. 223 0.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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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稳健性检验

资源配置效率的测算误差、城市数字经济发

展与资源配置效率之间可能的双向因果关系以及

自然灾害和政策等外生冲击都可能影响实证结果

的稳健性。 对此,本文首先选择运用个体时点双

重固定效应模型对资源配置效率进行重新测算并

做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

仍然能够显著改善产品、劳动力和资本要素配置。
其次,为了处理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与资源配

置效率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借鉴黄群慧

等[30]的做法,采用各城市 1984 年每万人固定电话

机数量和描述地貌形态的地形平均坡度分别与上

一年全国互联网普及率的交互项作为该城市数字

经济的工具变量,并借助面板工具变量方法估计

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资源配置效率的优化效应在

考虑内生性问题后依旧显著成立。 最后,基于“宽
带中国”试点这一准自然实验,运用多期双重差分

(DID)方法分析发现,政策与时间交互项的估计系

数均显著为负,这意味着相比于其他城市,入选为

“宽带中国”试点的城市资源配置扭曲程度得到了

更好的改善。 综合以上分析,中国城市数字经济

发展对资源配置效率的优化作用是稳健可信的。
(五)拓展性分析

行政区划可能会限制中国城市数字经济优化

资源配置的空间范围,这也是构建全国统一大市

场的现实背景之一。 对此,本文基于不同规模城

市①和城市群对数字经济赋能资源配置的异质性

进行分析,结果如表 5 所示。 从城市异质性来看,
实证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产品和劳动力资源配置

效率的优化作用随城市规模递减而下降,这可能

是由于城市规模越大意味着行政区划内的市场规

模越大,数字经济发展越是能充分利用行政区划

内部的市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相反,数字经济要

提高中小城市的资源配置效率就需要跨越行政区

域拓展市场范围,而这个过程可能会受到行政壁

垒的约束。 然而,数字经济对资本要素配置扭曲

的纠正作用在不同规模城市中均是显著为负的,

这是因为资本跨区域流动所面临的限制远低于其

他要素。 从城市群异质性来看,检验结果表明相

较于非城市群,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显然对城

市群内城市的产品和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的优化

作用更为明显,究其原因在于城市群规划有助于

打破城际行政区划约束,使得数字经济在跨区域

配置资源的过程中更加自由。 值得一提的是,数
字经济对资本要素的优化配置作用在城市群与非

城市群样本中均是显著为负的,这也再次印证了

行政区划对资本跨区域流动约束较小的观点。
表 5　 中国城市数字经济赋能资源配置的

　 　 异质性与调节效应

序号 (1) (2) (3)
变量 DisP DisL DisK

城市异质性

特大城市
(380)

- 0. 372∗∗∗

(0. 137)
- 0. 366∗∗∗

(0. 112)
- 0. 381∗∗∗

(0. 111)
大城市
(1 710)

- 0. 293∗∗∗

(0. 111)
- 0. 319∗∗∗

(0. 111)
- 0. 764∗∗∗

(0. 076)
中小城市
(280)

- 0. 376
(0. 274)

0. 017
(0. 289)

- 0. 419∗∗

(0. 174)

城市群异质性

城市群
(1 640)

- 0. 361∗∗∗

(0. 081)
- 0. 337∗∗∗

(0. 075)
- 0. 488∗∗∗

(0. 069)
非城市群
(730)

- 0. 339∗

(0. 193)
- 0. 147
(0. 221)

- 0. 788∗∗∗

(0. 115)

国有经济部门
的调节效应

Dige - 0. 356∗∗∗

(0. 074)
- 0. 423∗∗∗

(0. 078)
- 0. 248∗∗∗

(0. 064)

Dige × Nation 0. 009∗∗∗

(0. 003)
0. 009∗∗∗

(0. 003)
0. 088∗∗

(0. 04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Within R2 0. 660 0. 296 0. 315

注:城市或城市群下的括号内数值表示分样本量。

此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有经

济占比过大可能会导致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受

损。 对此,本文选取地方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利润

总额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之比来衡量地

方国有经济占比情况,并通过在基准回归模型中

引入数字经济与国有经济占比的交乘项来验证国

有经济部门对数字经济赋能资源配置效率的调节

效应。 表 5 的回归结果显示,数字经济与国有经济

占比的交乘项对加剧产品、劳动力与资本要素等

资源的错配程度均产生了显著的正向作用,这意

味着国有经济部门确实对资源配置存在一定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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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依据 2014 年国务院印发的《国务院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 (简称《通知》)相关规定,同时考虑到样本数量,本文将

《通知》中规定的小城市和中等城市统称为中小城市,规定的特大和超大城市统称为特大城市,其余为大城市。



的市场扭曲,其原因在于我国国有企业作为“公
共—营利”双重性质的市场主体,长期以来并未完

全遵循市场机制,由此必然会部分消弭数字经济

发展对资源配置效率的优化作用。
五、结论及政策含义

(一)结论

第一,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改善了城

市资源配置效率,在通过考虑资源配置效率测算

误差、面板工具变量方法处理内生性问题以及“宽
带中国”试点外生政策冲击等稳健性检验后,这个

结论依然成立。
第二,内在机制分析表明提高市场化发展水

平是数字经济优化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作用

路径。
第三,数字经济对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作用

存在“边际效应递减”的非线性特征,并且从资源

配置效率改善效应的结构差异来看,内在机制分

析和门槛效应检验均表明数字经济对三大市场资

源配置效率的优化作用存在“资本—产品—劳动

力”的递进逻辑,当前数字经济发展正处于对产品

资源配置效率优化起主导作用的阶段。
第四,数字经济与资源配置效率存在明显的

空间外溢效应,具体来讲产品和资本配置扭曲度

在城市之间存在相互强化的恶性循环,但数字经

济发展能够显著改善这一局面,而劳动力配置扭

曲度不仅在空间上相互强化,而且邻近城市数字

经济发展还可能由于“虹吸效应”和无薪工作造成

劳动力配置的“新扭曲”。
第五,城市群规划有助于打破由城市行政区

划导致的市场分割,促进数字经济跨区域优化配

置要素资源;但国有经济占比过大可能会部分消

弭数字经济发展对资源配置效率的优化作用。
(二)政策启示

首先,大力推进数字中国整体建设进程,以科

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积极开展新质

生产力布局。 科技创新是产业创新的源动力,要
适度超前建设数字基础设施,加快构建全国一体

化的大数据中心体系与算力体系,夯实数字产业

化应用的技术基础,同时依托智慧城市、数字乡村

建设等政策积极开展“人工智能 + ”行动,加速产

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加强产品与要素资源配置

过程的数字赋能。 大力推进新质生产力的技术布

局和产业布局,充分利用科技创新成果培育新兴

产业与未来产业,着力提升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

加值占 GDP 的比重,并借此在资源配置效率提升

的基础上实现高质量发展。
其次,积极培育数据要素市场,加快建设全国

统一大市场。 各级政府既要加强数字政府标准化

和智能化建设以打造政务融合的现代化政府治理

模式,依托政务数据共享、电子证照互认和政务服

务互通等数字化服务模式破除各种形式的地方保

护与市场分割,扫清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面临的

行政壁垒障碍,又要充分发挥政府在数据资源配

置中的聚合优化作用,健全数据基础制度,大力推

动数据开发开放和流通使用,积极探索合规高效

的数据流通和交易体系,打造适应数据要素特征

的流通和交易生态,依托数字平台营造公平竞争

的营商环境,借助可信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新技

术持续提升数字政府在平台垄断监管上的决策科

学性和行动及时性,同时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推动

国有企业在市场机制中平稳健康运行,促进充分

竞争、真实灵敏的市场价格机制形成,真正发挥市

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再次,深刻把握数字经济发展对资源配置效

率改善的趋势特征与结构差异,继续发展以金融

科技为核心的数字金融和以互联网平台、现代物

流系统为基础的电子商务,继续推动数字经济在

向纵深发展的过程中进一步提高对资本和产品市

场资源误配的改善程度,有效降低全社会的物流

成本。 同时,不仅要大力发展线上办公、家庭办公

等新型就业岗位,推进高水平人才高地和吸引集

聚人才平台建设,促进人才区域合理布局和协调

发展,还要加快提升劳动者数字技能的培养,解决

好由数字经济与劳动技能不匹配产生的结构性失

业问题。
最后,必须从区域协调的维度促进数字经济

高质量发展,进而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现。
一方面,必须提高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在城市间的

互联互通,通过出台区域一体化政策并借助城市

群规划、经济圈等形式实现数字经济的区域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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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同时要善用竞争政策破除数字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市场壁垒,实现数字经济城市发展模式同

全国统一大市场之间的兼容,减少城际行政区划

产生的资源流动障碍,引导产品和资本配置在城

市间的良性互促;另一方面,要以数字教育为依托

加快调整人力资源培养方向,着力提高劳动者数

字技能以适应数字经济发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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